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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

王志清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

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

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

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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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音乐、音乐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新旧递

嬗、不断变迁的过程。唐以前,中国音乐文学的主

要形式是乐府诗,与之配合的乐府音乐,就其中的

俗乐而言,大致可以晋迁江左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对应着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音乐,后期对应

着吴声、西曲等南方新声。宋人郭茂倩论乐府历

史:“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
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

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

夷”[1](P884),认为晋室南渡后在南方民谣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抒发男女情爱的“艳曲”开启了音乐上的

浮靡一途。尽管郭氏本着正统音乐观批评南朝“艳
曲”,但实际上注意到东晋以后新音乐的迅速发展

和深刻影响。简言之,晋迁江左开始了中国音乐史

上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由中原旧

曲、南方新声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歌构成多样化的音

乐格局并发生着新旧音乐的变迁。然而,这一变迁

并非猝然发生和简单的取代。中原音乐在其总体

的衰落中局部显示出“新声化”现象,这种自我更新

和转化说明音乐的变迁未曾完全失去连续性,而正

仿佛一条前波与后浪融汇的、流动的河。对中原旧

曲“新声化”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的认识乐

府音乐的递变轨迹以及在此影响下乐府文学形态

的生成。

一、中原旧曲“新声化”的音乐背景

音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吕氏春秋·音初》记
载有四方之音的起源。东晋以前,作为统治中心和

文化中心的北方流行着以相和歌为代表的音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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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相和歌起源于汉代“街陌讴谣”,魏晋以来发展

成为具有复杂表演体制和精美艺术形态的清商三

调歌诗以及综合歌舞艺术大曲,它们主要收录在郭

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类中。而在南方,
“吴歈越吟,荆艳楚舞”[2](P111)历史悠久。三国时期

吴地流行一种五言四句的短小歌谣,孙皓入晋应晋

武帝之请于宴席上演唱的《尔汝歌》即是此类歌谣。
《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
有增广”[3](P550),吴地歌谣所以在晋室南渡后“稍有

增广”是由于统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为其创造

了新的发展机遇。《乐府诗集》:“盖自永嘉渡江之

后,下 及 梁 陈,咸 都 建 业,吴 声 歌 曲 起 于 此

也[1](P640)”,郭茂倩从时间和地域两方面界定了吴

声歌曲。流行于建业一带的吴声以及稍晚于荆州

一带兴起的西曲即成为南方新声的主体,它们收录

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类中。“中原旧曲”是
相对于南渡以后在南方本土民谣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流行新声吴声、西曲而言的。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包括相和引、相和曲、

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清调、楚调、瑟调等小类,其
中既有汉乐府古辞,也有魏晋文人所作歌诗。尽管

相和歌辞在魏晋时发生文人化转向,但总体而言,
叙事性、情节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较为长大的篇制

成为其重要特征。至于清商三调则分调式演唱、多
段歌辞之间穿插有“解”,大曲则前有艳、后有趋和

乱,属于更加复杂的综合歌舞艺术。南方新声吴

声、西曲则是一种小型的抒情歌诗,以抒发男女相

思情爱为主,具有浓厚的市井文化气息,体式上则

以五言四句为主,曲式上的最大特征是“前有和,后
有送”。所谓旧曲“新声化”,是指中原旧曲入南后

在曲调或曲辞方面反映出向南方新声靠拢的趋向,
呈现出吴声、西曲的部分特征。这一现象发生的基

础和前提是:中原旧曲进入南方后虽然处在不断衰

落之中,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旧曲可以实现歌唱和

表演,并且具有成熟的音乐表演形式。这一现象发

生的现实动因是:吴声、西曲在朝野上下广泛为人

接受,成为主流的娱乐音乐形式,形成新的音乐审

美方向,它自身所具有的音乐渗透力影响至当时的

多种乐歌。
永嘉乱后将近一百多年间,包括相和歌在内的

中原旧乐辗转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或随乐人南

迁,或作为战利品零星流入南方。东晋安帝义熙十

二年(417年),因羌主姚兴死,子姚泓嗣立,兄弟混

战,关中扰乱,刘裕趁此时机北伐。义熙十三年九

月刘裕进入长安后,注意文化的保存,其中包括对

中原音乐的收集,《隋书》对此记载颇详:“清乐,其
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

歌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
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

之。宋 武 平 关 中,因 而 入 南,不 复 存 于 内

地。”[4](P377)关于中原旧曲在南朝的传唱情况主要

记载于陈代智匠《古今乐录》一书,这书引述今已失

传的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

伎录》两部记载刘宋宫廷音乐的文献,对于中原旧

曲在南朝的传承、表演体制、新变情况有较为详细

的记录。
刘宋宫廷中保存的相和歌乐类完备、数量基本

完整。我们今天看到的《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各
小类全部依据张永《元嘉正声伎录》著录,并且“其
曲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1](P377)。两部乐录

既是宫廷音乐文献,那么,《伎录》中曲调先后也即

是宫廷实际表演曲目的顺序。据《古今乐录》,刘宋

相和曲调具体留存情况如下:相和引,古有六引,存
四引;相和曲,古有十七曲,存十五曲;吟叹曲,古有

八曲,存四曲;平调曲,荀勖所撰记载西晋宫廷音乐

的《荀氏录》记载六曲,宋有七曲;清调曲,《荀氏录》
六曲,存六曲;楚调曲,《荀氏录》七曲,刘宋时三十

八曲;楚调曲,五支曲调及七曲“但曲”。显然,刘宋

所存相和各小类曲调数量基本完整。至于三调反

比《荀氏录》更多,大概是智匠所见《荀氏录》已经残

缺不全;楚调远远超出《荀氏录》,应该是《荀氏录》
将大多数楚调曲另列大曲中,其后沈约《宋书·乐

志》即采用这样的分类。
刘宋时清商三调具有成熟的表演形态。据《古

今乐录》及所引述的刘宋时的两部乐录,三调的表

演首先是一段管乐引奏曲,所谓“高下游弄”,然后

是“四器俱作”的弦乐引奏曲,最后进入正歌部分,
即“歌弦”,在多部歌弦之间有一个“送歌弦”,在每

首 歌 辞 不 同 段 落 之 间 又 存 在 配 合 舞 蹈 的

“解”。[5](P68-69)传至南方的中原旧曲并没有凝固僵

化,依然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大概以萧齐为

界,集中在三调的弦乐引奏曲和送歌弦两部分。张

永《伎录》说平调曲演奏时的弦乐引奏曲是“四器俱

作”;(清调曲)“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紧
接着智匠指出:“晋、宋、齐止四器也”;(瑟调曲)“未
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后”,紧接其后,智匠指出

“晋、宋、齐止四器也。”这说明,三调正歌之前的弦

乐引奏曲大概在梁、陈时代增加了乐器数目。《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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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乐录》:“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

器”,这说明“送歌弦”开始也是有歌声有器乐伴奏

的,但到智匠所处陈代,出现了纯器乐演奏的情

况。[5](P68)清商三调在南朝传承中表演体制上产生

的新变化,说明它还处在音乐表演的实践状态中,
其自身具备的艺术活力,保证了它可以实现一定程

度的自我更新。
中原旧曲相和歌在南朝的传承颇为复杂,其曲

调的传承有“不传”、“不歌”等情况。《古今乐录》:
“宋唯《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传”,杨明

认为这里的“歌声”不是指器乐谱,而是指具体的唱

腔和唱法,只有器乐谱和歌辞并不一定能实现歌

唱,还需要有知音者将歌辞配入曲谱。[6]这就是说,
晋、宋、齐演奏的相和四引中只有《箜篌引》有歌辞,
其他三引只留存唱腔而歌辞无存。吟叹曲至陈代,
《王明君》可歌,“《大雅吟》《楚妃叹》二曲,今无能歌

者”,这两支曲调由石崇制作的歌辞尚存,但陈时两

曲唱腔、唱法无存,因而也就不能实现歌唱了。三

调至陈时,有“传者”与“不传”,指的是唱腔而非歌

辞,因为智匠提到的“不传”曲调《乐府诗集》尚著录

歌词,所以“传者”是指在陈代尚可实现歌唱的曲

调。但即便“传者”也有“不歌”的情形,比如清调曲

“荀氏录所载九曲,传者五曲。晋、宋、齐所歌,今不

歌”,就是说,清调曲中有五曲在陈代依然可以演

唱,但由于宫廷审美趣味的改变,已不被歌唱,或已

不被列入宫廷曲目了。
综上,中原旧曲相和歌在刘宋时代保存较为完

整,具备成熟的表演体制,随后的传承中,部分失去

唱腔、唱法,部分失去歌辞,部分虽可歌,但已不被

列入宫廷曲目。相和歌在南朝的传承中存在的种

种复杂情况,表明南朝时人对其接受是有选择的。
尽管不能简单的认为中原旧曲在南朝已退出娱乐

舞台,消极的等待着消亡,但旧曲的衰落毕竟是事

实,吴声西曲作为新的俗乐形式,代表着南朝娱乐

乐歌的主流方向。宋齐时代的王僧虔在宋末上书

指出当时旧曲的寥落之状,“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

……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 将

半。”[7](P595)《南齐书》:“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

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7](P811)这里所言

郑卫淫俗,实指吴声西曲,而雅乐正声实指清商三

调歌诗。吴声、西曲在南朝的兴盛有两个关键性的

事件:第一,据《宋书·乐志》记载,宋明帝年间,西
曲《襄阳乐》《寿阳乐》《西乌夜飞》“并列于乐官”。
吴声主要曲调产生于东晋、刘宋时期,西曲主要曲

调产生于宋、齐时代,既然后起的西曲已正式被列

于刘宋宫廷用乐,那么,吴声的宫廷音乐地位就更

为稳固了。第二,天监十一年冬,梁武帝大规模改

制西曲,新制《江南弄》和《上云乐》;此年,梁武帝于

乐寿殿为十大德法师设乐,与法云讨论西曲《三洲

歌》的和声问题;还是在这一年,敕法云改吴声《懊
恼歌》为《相思曲》。这说明天监年间是梁武帝宫廷

音乐文化建设较为集中的时期,梁武帝及宫中乐人

王金珠等为大型宫廷组曲《吴声十曲》新制曲辞大

概也在此年前后。萧梁宫廷通过新撰歌词和改制

曲调,完成了吴声、西曲的宫廷化过程。
一方面,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作为一种

传统音乐形式尚未退出宫廷舞台,但呈现无可挽回

的衰落趋势;另一方面,吴声西曲作为新的流行音

乐已深入人心。至此,旧曲、新声在共存中实现着

新、旧递嬗,也正是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

“新声化”趋向。

二、旧曲“新声化”的乐、辞体现

旧曲的“新声化”体现在音乐和曲辞两方面。
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的新变和体式的新变,两
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可彼此参证;曲辞的“新声

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
部分旧曲音乐的“新声化”有明确的文献记载,

较为典型的曲调是《王明君》和《凤将雏》两曲。相

和歌辞吟叹曲《王明君》本为汉曲,晋乐所奏是石崇

新制的歌辞。王僧虔《伎录》:“《明君》有间弦及契

注声,又有送声”。[1](P4425-426)“送声”本是吴声西曲的

音乐特征。《乐府诗集》论相和大曲的音乐体制:
“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

和,后有送也”[1](P377),又,《古今乐录》:“凡歌曲终,
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

曲。”[1](P641)刘宋时《明君》在演变过程中受到流行

新声的影响,歌曲结尾增加了“送声”。从体式来

看,石崇辞篇幅较为长大,铺叙王昭君出塞和亲的

经历、抒写其心情,具备典型的相和歌体式特征。
刘宋鲍照和梁代施荣泰的同题之作则转变为五言

四句的短小体式。从《王明君》演化而来的新题《明
君词》和《昭君叹》,分别有梁代武陵王纪、陈代张正

见、梁代范静妇沈氏之作,也全部为五言四句。又

据《古今乐录》,“吴声十曲”之三为《凤将雏》,“吴声

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
……《凤将雏》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汉至梁不改,今
不传。”[1](P640)《凤将雏》本为汉曲,沈约《宋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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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推断:“《凤将雏》者,旧曲也。应璩《百一诗》云
‘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

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3](P549)由于歌辞无存,不
能据体式确认,但智匠所处陈代正是吴声西曲流行

的时期,他所见音乐文献的数量或目睹宫廷新声表

演的机会都较后人多,所言必有依据,尽管存在《子
夜》原为汉曲的疑问,但还是不易随意否定其记载。
由汉曲衍化、讹变而来的吴声新曲并非偶然现象,
《古 今 乐 录》:“半 折、六 变、八 解,汉 世 已 来 有

之”[1](P640)。比较汉曲《王明君》在刘宋时代添加

“送声”实现“新声化”的方式,由汉曲衍化而来的曲

调既已列入新声曲调,仅以旧曲“新声化”而论恐已

不够,其新曲的面目实已较为清晰了。
部分旧曲音乐的“新声化”虽无明确文献记载,

但其体式实已反映出受到吴声西曲的音乐影响。
南朝以旧曲而用五言四句新声体式的略举如下:刘
宋汤惠休《江南思》《杨花曲》、鲍照《王明君》、袁伯

文《楚妃叹》、谢惠连《猛虎行》等;梁代朱超《城上

乌》(注:此曲系从汉乐府古辞《乌生八九子》中演化

而来)、王台卿及无名氏《陌上桑》、施荣泰《王明

君》、武陵王纪《明君词》、范静妇沈氏《昭君叹》、吴
均《楚妃曲》等;陈张正见《明君词》及《泛舟横大江》
(注:《泛舟横大江》系简文帝从魏文帝《饮马长城窟

行》中演化出的新题)、殷谋《日出东南隅行》等。可

见整个南朝时期,旧曲体式的“新声化”现象较为突

出。南朝时代旧曲体式的“新声化”有一个特殊现

象,即通过局部摘唱旧曲而实现篇制的缩短,甚至

完全出现五言四句新声体式。这一现象集中在萧

齐宫廷演奏的舞曲中。根据《南齐书·乐志》和《乐
府诗集》“舞曲歌词”题解:晋拂舞歌《白鸠篇》七解,
齐乐奏最前一解,《济济篇》六解,齐乐奏最前一解,
《淮南王舞歌》六解,齐乐所奏,前是第一解,后是第

五解;《碣石舞歌》四章,齐乐所奏是前一章。首先

要说明的是,晋拂舞歌是否中原旧曲? 《晋书·乐

志》曰:“《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也。”又《乐府解

题》:“读其辞,除《白鸠》一曲,馀并非吴歌,未知所

起也。”所以,并不能够确定《拂舞歌》各篇全部属于

吴舞,而《拂舞歌》属于东晋南朝以前产生的旧曲则

无疑,因此,我们还是将之作为中原旧曲看待。有

学者认为:这种乐歌体式的精简,是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吴歌、西曲影响的结果。[8](P100)集中于舞曲歌

词的摘唱现象全部出现在萧齐时代的宫廷音乐中,
萧齐时代也正是吴声流行,特别是西曲逐渐盛行的

时期,摘唱后的四句歌词容量接近吴声、西曲的典

型体式,所以上述推论是有道理的。
南朝时代旧曲内容上的“新声化”体现为放弃

乐府古辞的叙事情节而直接进入抒情,并着力开掘

古辞中的艳情内容。这一趋向始自刘宋谢灵运乐

府。从乐府古题《陌上桑》中演化出的《日出东南隅

行》描写罗敷夸夫、巧拒太守的故事,叙事性、情节

性突出,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基本脱离乐府本事,
只就罗敷美貌生发开去,细腻刻画美女的体态容

貌,并且,陆作演化出众女游春、歌舞欢会的场景,
由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带有揶揄嘲讽色彩的民间

故事完全转向对女性美丽形貌的描写,陆作距离古

辞已很远了,而谢灵运的同题之作进一步放弃了陆

机乐府诗中的情节线索和场景摹写,只利用陆作描

写女子容貌的第一个片段,不做正面摹写,而直接

进入抒情写志,并且,由于突出女性“皎洁秋松气,
淑德春景喧”的美好品质,作品被赋予了较深厚的

寄托之义。再如《豫章行》。古辞“白杨初生时,乃
在豫章山”以寓言形式反映生离的悲剧,陆作将之

转化为人生实景。谢灵运同题之作放弃了陆诗离

乡远游的中心情节,以其中“寄世将几何? 日昃无

停阴”为情感触发点,直接进入人生苦短主题的抒

发。因此,谢灵运一般只截取陆机乐府诗最易触发

感情的某种意境,直接切入主题,集中抒发情志。
并且,谢作没有陆作因感情表达的反复回环而造成

的诗意繁复现象,乐府篇制大为缩短。
尽力开掘中原旧曲的艳情内容尤以梁陈时代

最为显著。魏晋乐所奏乐府古辞《鸡鸣》与《相逢狭

路间行》主要情节相似,描写富贵之家奢华的生活

和一门贵盛情景,梁简文帝从中演化出新题《鸡鸣

高树巅》,其辞曰:“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桃花

全覆井,金门半隐堂。时欣一来下,复比双鸳鸯。
鸡鸣天尚早,东乌定未光”,已将描写中心转向名倡

碧玉以及男女情事。古辞《陌上桑》在梁代吴均、王
台卿以及无名氏的同题之作中,继续陆机、谢灵运

放弃罗敷巧拒太守的情节的创作思路,从对女性美

貌的精细描写深入至女子相思情绪的抒发,吴均之

作:“袅袅陌上桑,荫陌复垂塘。长条映白日,细叶

隐鹂黄。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宁如此,
离恨煎人肠”,歌词中出现的是一个陷入相思离恨

之苦的女子形象,王台卿之作:“令月开和景,处处

动春心。挂筐须叶满,息惓重枝阴”,隐约出现的则

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女子形象。相和吟叹四曲之一

《楚妃叹》晋乐所奏石崇四言一篇,依据刘向《列女

传》铺叙楚庄王妃劝诫庄王的史实,歌颂楚妃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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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及楚国的清明政治,由于叙述史实,故篇制长

大,颇有颂歌恢宏之气势。梁简文帝《楚妃叹》、王
筠《楚妃吟》、吴均《楚妃叹》完全放弃了石崇辞的历

史内容和歌颂赞美意味,石崇辞中着意刻画的深明

大义的楚妃形象已转化为一个美艳的、满含深闺愁

怨的女子。
旧曲艳情化的典型例子则是为梁陈文人热衷

的曲题《三妇艳》。《乐府诗集》卷三十“平调曲”题
解:“……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妇织绮罗’,不
在歌数,唯平调有之,即清调‘相逢狭路间,道隘不

容车’篇,后章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是也。
张永《伎录》:‘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

余’。王录所无也,亦谓之《三妇艳》诗。”[1](P441)这

说明,刘宋时代的平调曲中有一独特的曲调《大歌

弦》,曲辞摘唱清调曲《相逢行》末一部分,曲题名也

被称为《三妇艳诗》。最早为《大歌弦》作辞的是刘

宋南平王刘烁。刘烁卒于元嘉三十年,因其皇族身

份,必然熟悉元嘉年间朝廷的音乐情况,因此,刘烁

的《三妇艳》实是拟调而作的乐歌。《三妇艳》虽从

《相逢狭路间行》摘出,但它放弃了原曲题、曲辞本

身包含的其他意味,在独立为一曲之后描写中心完

全转移至女性容态一面,更在此后渐渐滑向艳情。
这一曲题本来具有书写其他主题的衍生能力,事实

上,刘宋谢惠连、孔欣分别据题立意,一写处世艰

难,一写隐逸之志,突破了原辞描写富贵人家享乐

情景之格局。也就是说,从旧曲题中单独摘取出

《三妇艳》这样一个极具艳情暗示意味的新曲题,本
身就已说明了创作的兴趣和关注点。不仅如此。
梁陈文人更通过对三妇身份和行为的改造,迎合了

当时宫体诗的写作趣味。试比较《三妇艳》诸作:
大妇裁雾榖,中妇织冰练。小妇端清景,含歌

登玉殿。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刘烁)
大妇拂玉匣,中妇结珠帷。小妇独无事,对镜

理娥眉。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沈约)
大妇年十五,中妇当春户。小妇正横陈,含娇

情未吐。所愁晓漏促,不恨灯销烛。(陈后主)
很明显,由子妇转而为妻妾,由家庭富贵、安适生活

之景转而为男女情事,《三妇艳》诗的改造是乐府诗

写作倾向艳情的一个突出例子。

三、旧曲“新声化”的乐府史意义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

义体现在:一、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二、
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三、显示了音乐在乐府

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中原旧曲至少在南朝陈代以前保存着较为完

整的曲目以及唱腔、唱法,尤其是清商三调歌诗可

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实现歌唱表演,但自吴声、
西曲的兴盛并被正式列于乐官,成为宫廷主流的娱

乐俗乐后,中原旧曲整体处于衰落状态。就在新旧

音乐的递嬗进程中,中原旧曲的创作相反却呈现出

繁荣之势,尤其以萧齐王融、梁武帝、梁简文帝、梁
元帝以及沈约等的旧曲创作最为突出,其间固然有

诗歌创作总体兴盛的背景,但同时与中原旧曲在新

旧递嬗过程中一定程度自我更新、自我丰富的“新
声化”有关。“新声化”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延续了中

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使之汇入主流音乐的潮流

中,在更为开阔的音乐空间焕发艺术活力,并与流

行新声、北方乐歌共同形成南朝时代多元化的音乐

格局,极大推进了乐府诗的创作。
旧曲的“新声化”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从较为长

大的旧曲篇章中截取接近新声体式的一部分、并立

新题的“摘唱法”是其一;从旧题中演化新题、放弃

叙事情节而直接进入抒情中心的“新题法”也是其

一。我们注意到萧梁时代旧曲新题的现象十分突

出。乐府古辞《鸡鸣》演化出梁刘孝威《鸡鸣篇》、梁
简文帝《鸡鸣高树颠》以及陈张正见《《晨鸡高树

鸣》,乐府古辞《乌生》演化出吴均《城上乌》,《王明

君》演化出梁简文帝的《明君词》、梁范静妇沈氏的

《昭君叹》等等。新题曲辞内容一般都从叙事转向

咏物或抒情,体式较原曲辞明显缩短或直接采用五

言四句。我们认为这一创作方式所以具有“新声

化”特点,是因为吴声、西曲基本属于抒情诗,并不

铺叙情节内容,虽然在西曲中出现联章叙事,即几

章歌词构成相对完整的一个故事情节,但这种分章

的形式以及其融叙事于抒情中的方式,和乐府古辞

明显不同,总体来看,尤其是梁陈时代出现的旧曲

新题歌词,其以简短的篇幅直接进入抒情中心的做

法更靠近吴声、西曲的面貌。
旧曲的“新声化”实际上显示出音乐在乐府艺

术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流行音乐、主流音乐在乐

府艺术中的渗透效应和影响力。所谓一代有一代

之文学,其实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部分旧曲

的“新声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声,只是借用了一个

旧题而已,旧题仅仅说明乐府艺术的传统性,而旧

曲音乐上的“新声化”形成的是新曲式、新体式,借
用一个旧的曲题外壳,实际上最终蜕变出的是一个

新的音乐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新音乐始终是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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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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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novelscharacterizedbyparallelismandornateness;rhythmicalprosecharacterizedbyparal-
lelismandornateness;lovestory;literaturelanguage

62


